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双月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总第 ２３８ 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 ０７ ２２；修回日期：２０２２ １０ ２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制造业服务化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对策研究”（２０ＹＪＣ７９００１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７２００３０４８）
作者简介：陈丽娴（１９９２—　 ），女，广东湛江人，经济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服务经济与贸易。
①作者根据 Ｗｉｎｄ 数据库测算得来。

制造业服务化、人员构成与工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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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势必会引起企业业务结构变动，进而促使企业内部的人员结构发生调

整，那么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人员构成和工资差距的影响如何？ 利用 Ｗｉｎｄ 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实证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人员构成和工资差距的影响以及中间传导机制。 实证结果发现：（１）制造

业服务化提高了企业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员占比，降低了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２）制造业服务化提高

了员工薪酬，降低了前三名高管薪酬并缩小了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 机制分析发现，制造业服务化通过提高

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员占比，以及降低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来缩小工资差距。 因此，加快制造业服务化

的转型步伐有利于缓解工资差距这一重要而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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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传统的劳动经济学理论只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作用和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
最近二十多年，内部劳动力市场（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研究得到了新进展，国内外学者们逐渐转为从企

业内部考察劳动力市场。 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资源的方式和效率成为了一个良好

的课题。 工资差距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内容，在企业层面，工资差距体现为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

差距、高管间的工资差距及普通员工间的工资差距等。 其中，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是人们更为关

心的话题，由于高管和普通员工所承担的责任和对企业贡献的不同，因此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之间存在

工资差距是一种正常现象［１］。 但若两者差距过大，会引发企业普通员工的“仇富心理”等问题，两者差距

过小，又会造成高管动力不足的问题。 刘军和刘军胜［２］分析指出，在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间，上市公司高管和

员工间的薪酬差距在不断扩大，２０２０ 年两者薪酬相对差距的均值达到 １６ 倍多。 因此，如何解决工资不

平等或缓解工资差距成为一个重要而现实的问题。 同时，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出现了从原先的加工制

造端向价值链前端延伸以及向价值链后端拓展的表现，开展服务业务的制造业企业的数量比重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７. １４％提高到了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８. １０％ ①。 制造业企业开展服务业务必然会引起企业业务结构的调

整，业务结构的变化又需要企业对内部人员结构做出相应改变。 那么，制造业服务化会对企业内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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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市场（企业人员构成和工资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这将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解释工资不平等（工资差距）的原因成为劳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理论层面对工资差距的解

释有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的观点。 需求方面的解释是，外部因素导致劳动需求发生变化，进而拉开了

工资差距。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３］研究指出，计算机的出现和使用会明显降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因此对

不同技能劳动需求的调整会引起工资差距的扩大。 Ｌａｎｋｉｓｃｈ ｅｔ ａｌ． ［４］ 分析也认为，企业对机器人的使

用会扩大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 供给方面的解释是教育水平、性别差异和

家庭背景差异等导致了工资差距的形成［５ ６］。 在实证方面，均发现各国工资差距都呈现出随时间推移

不断上升的趋势。 对造成我国工资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国内学者也从多维度进行了解释。 刘灿雷

和王永进［７］研究发现，出口规模扩张会通过利润分享机制扩大企业间工资差距。 陆铭和梁文泉［８］ 讨

论了企业内部的锦标赛制度与工资差距关系，认为一个较高的晋升比例通常与较低的工资差距相配

合。 李帅娜［９］研究认为，数字化技术对服务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呈现倒“Ｕ”型趋势，且现阶段我国尚未

完全度过拐点。 陈波和贺超群［１０］实证探究了企业出口发展是否会影响工资差距，发现技术工人由于

绩效工资的相对上升而扩大了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
下面具体到本文的研究主题———产业结构调整与工资差距。 产业结构调整是指产业体系内产业

的联系与联系方式及产业间的比例关系等因素的变化，制造业服务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表现之

一。 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１］最早检验了产业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倒“Ｕ”型理论。
Ａｄ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ｒｉｓ［１２］也认为产业结构是影响收入分配形式的重要因素。 Ｗｕ ｅｔ ａｌ． ［１３］同样指出，经济

体的主导产业发生变化时，尤其是进入服务型经济时代后，会对社会收入分配产生显著影响。 林毅夫

和陈斌开［１４］在考察政府发展战略如何作用于劳动力市场并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时发现，工业内部产业

结构变迁可能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变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陈斌开和林毅夫［１５］ 还探讨了政府

通过金融抑制的方式影响产业结构布局，进而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 马小强［１６］也认为制造业企业向

服务化方向转变不仅会引起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也将同时推动劳动者的整体工资收入水平的

提升。 郭凯明和罗敏［１７］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产业内部有偏技术进步会改变产业内部的技能密

集程度和产业之间的相对产出比重，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技能密集程度和工资收入差距。 但上述研

究局限于理论模型和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外部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本文将从制造

业企业内部实施的发展战略着手，探究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对企业人员构成和工资差距的影

响效应和作用机制。
比较已有研究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１）基于 Ｗｉｎｄ 和 ＣＳＭＡＲ 的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倾

向得分匹配 －倍差法（ＰＳＭ⁃ＤＩＤ）实证探究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人员构成和工资差距的关系，以及制

造业服务化如何影响工资差距，研究结论更为可靠。 （２）对核心变量的度量更为精准。 其中，对制造

业服务化度量，通过查看主营业务构成和企业年度报告等资料，手工收集和整理制造业企业的服务业

务数据，并从制造业企业有无开展服务业务和服务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两方面进行刻画。
对企业人员构成的度量，包括学历构成和工种构成两方面，学历构成是指高学历人员占比，工种构成

是指技术人员占比、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 对工资差距的度量，包括高管薪酬与员工薪酬的绝对差距

和相对差距。 （３）考虑到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进一步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外资企业、民营企

业和国有企业，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人员构成和工资差距的所有制差异影响。
二、 影响机理分析

制造业服务化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从

企业的角度看，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业企业由原先提供“实物型产品”转变为提供“服务型产品”，
且服务型产品在整个企业产品产出中的份额越来越大，成为企业创造利润的源泉［１８］。 从产业发展的

角度看，制造业服务化体现在制造业高级化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等高级服务要素的

投入［１９］。 因此，制造业服务化过程必定会引起企业原先业务结构的改变［２０］，以及企业会对人员结构

作出相应调整，进而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会受到影响。 具体而言，制造业服务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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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减少简单重复的劳动力雇佣来影响工资差距；二
是，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增加高学历和技术人员占比来影响工资差距。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势必会改变企业内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分配比例，会显著增加资本要素

的规模、提高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的占比，对劳动要素规模的影响不明显［２１］。 制造业服务化是指由

企业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向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相对于需要投入大量简单重复劳动力

的价值链低端业务，价值链两端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业务，需要增加高学历和技能劳动力的投

入［２２］。 Ｂａｉｎ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３］对美国 １４ 家制造业企业进行调研，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增加了资本要素投入的

比重，表现为增加信息技术、商务咨询、品牌建设、节能环保和第三方物流等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性

服务业的产出。 王丹和郭美娜［２４］以中国上海为研究样本，也发现制造业企业开展的服务业务主要是

ＩＴ 解决方案、服务外包、工程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内容。 与此同时，由于这些服务业务更多是资本密集

型业务，会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袁富华等［２５］ 基于国际经验的对比，也认为经济结构服务

化是基于知识和高层次人力资本要素积累的消费结构升级和服务品质上升。 Ｒａｊａ ｅｔ ａｌ． ［２６］研究指

出，制造业企业培训和人力资本水平与服务创新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 刘奕辰等［２７］ 认为制造业服务

化就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高素质劳动力是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智能支持。 综上所述，制造业服

务化会增加企业高学历和技术人员的占比，以及减少对简单重复劳动力的雇佣。
与此同时，高学历和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普遍存在工资差距，表现为工资溢价。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８］研究认为，企业内部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且是促进企业良性发

展的重要因素。 Ｃｏｒｔ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９］进一步分析指出，与低技能劳动力相比较，高技能劳动力是推动企业

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重要力量，为企业长远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理应获得丰厚报酬。 因此，根据为企

业创造较高经济收益的劳动力往往会得到较高的工资和福利报酬的实践经验［３０］，相对于简单劳动力

的低工资、低福利和低保障，高学历和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会相对更高。 一般而言，如果技能型和高

学历员工占比越高，企业内部的员工薪酬与高管薪酬的差距越小；反之，低技能占比越高，企业内部的

员工薪酬与高管薪酬的差距越大［３１］。 本文结合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企业内部的高学历人员、技术人

员、低技能人员占比的变化情况。 提出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假说 １：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增加高学历和技术人员占比来缩小工资差距。
假说 ２：制造业服务化通过减少企业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来缩小工资差距。
三、 计量模型、数据说明与核心指标测度

（一） 模型构建

本文为准确分析制造业服务化与人员构成和工资差距的关系，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借鉴 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 ａｎｄ Ｒｕｂｉｎ［３２］的研究方法，具体操作如下：处理组是指有开展服务业务的制造业企业，
控制组则是指没有开展服务业务的制造业企业。 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处理组样

本寻找合适的控制组样本。 对于匹配变量的设定，借鉴陈丽娴［１８］的研究， 主要包括托宾 Ｑ 值（ｑ）、流
动比率（ ｆｉｎ）、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总资产报酬率（ ｒｏａ）、资产负债率（ｄｅｂｔ） 和员工总数（ｅｍｐ） 变量，这些

变量会影响制造业企业是否实施服务化战略。并对上述变量采用式（１） 进行回归，得到倾向得分值。
ｌｏｇｉｔ（ ｓｅｒｉｔ ＝ １） ＝ ϕ（ｑ， ｆｉｎ， ｓｉｚｅ， ｒｏａ， ｄｅｂｔ， ｅｍｐ） （１）

本文选择最近邻匹配法的 １ ∶ ２ 比例进行匹配。假定处理组的倾向得分值为 ｐ

(

ｉ，控制组的倾向得分

值为 ｐ

(

ｊ，则有：

Γ（ ｉ） ＝ ｍｉｎ ｊ（ｐ

(

ｉ － ｐ

(

ｊ） ２， ｊ ∈ （ ｓｅｒ ＝ ０） （２）
在式（２）中，Γ（ ｉ）表示经过倾向得分匹配的控制组样本集合，对于每个处理组样本 ｉ，都有相对应

的控制组样本 ｊ。
本文接着定义制造业服务化和实施服务化时间的虚拟变量，ｓｅｒｉ ＝ １ 表示处理组样本，ｓｅｒｉ ＝ ０ 表

示控制组样本，ａｆｔｅｒｔ ＝ １ 表示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展服务业务，ａｆｔｅｒｔ ＝ ０ 表示制造业企业尚没有开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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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务。本文以企业内部工资差距为例，得到如下的倍差法估计方程：
ｗａｇｅ＿ｇａｐ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ｓｅｒｉ ＋ α２ａｆｔｅｒｔ ＋ α３ ｓｅｒｉ × ａｆｔｅｒｔ ＋ Ｘ′ｉｊｔβ１ ＋ Ｘ′ｊｔβ２ ＋ γｔ ＋ ζ ｊ ＋ εｉｊｔ （３）
在式（３） 中，ｗａｇｅ＿ｇａｐｉｊｔ 表示企业内部工资差距，Ｘ′ｉｊｔ 和 Ｘ′ｊｔ 分别表示回归方程的企业和行业层面

的控制变量，γｔ 和 ζ ｊ 分别表示时间和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εｉｊｔ 表示随机项。ｓｅｒｉ × ａｆｔｅｒｔ 的估计系数是本

文的主要关注对象，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内部工资差距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
同样可以得到以人员构成、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和员工薪酬为被解释变量的倍差法估计方程。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文献分析，当被解释变量是工资差距时，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特征变量、人力资本特

征变量和行业特征变量；当被解释变量是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时，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特征变量、高管

特征变量和行业特征变量；当被解释变量是员工薪酬时，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特征变量和行业特征变

量；当被解释变量是人员构成时，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特征变量、要素结构特征变量和行业特征变量。
（二） 变量度量

１． 工资差距（ｗａｇｅ＿ｇａｐ）
借鉴缪毅和胡奕明［３３］的测算方法，本文工资差距采用高管薪酬与员工薪酬的比值度量。 对于高

管薪酬，本文采用前三名高管薪酬的平均值表示，普通员工薪酬用企业向普通员工支付的薪酬总和除

以普通员工数量表示。 具体而言，高管薪酬 ＝ 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 ／ ３，普通员工薪酬 ＝ （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董事、监事及高管年薪总额） ／ （员工总数 －高管总数）。
２． 人员构成

本文企业人员构成包括学历构成和工种构成两方面，用于反映制造业服务化是增加了高学历人

才还是增加了低学历劳动者，以及制造业服务化是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还是加深了企业的劳动要

素密集程度。其中，学历构成（ｃｏｍｐ１） 采用大学本科及以上人员数量与员工总数的比值表示，也即高

学历人员占比。对于工种构成的度量，一方面考虑企业的技术水平变化，另一方面考虑企业劳动要素

密集度的变化情况。因此，以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重表示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ｃｏｍｐ２），反映企业

的技术进步；以企业的生产人员和销售人员与员工总数的比值表示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

（ｃｏｍｐ３），反映企业的劳动要素密集状况。
３． 制造业服务化（ ｓｅｒ）和制造业服务化程度（ ｓｅｒ＿ｒａｔｉｏ）
制造业服务化描述的是企业产出和业务调整，为此本文从产出和业务的角度度量制造业服务化，

具体是从制造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方面刻画制造业服务化。 借鉴陈丽娴和沈鸿［２０］ 的度量方法，通
过查看 ＷＩＮＤ 数据库附件的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数据，并根据服务业行业范围，判断企业是否有开展服

务业务，以及测算服务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从以下两个方面衡量制造业服务化：一是，
制造业服务化虚拟变量，当制造业企业开展服务业务时，取值为 １，当制造业企业没有开展服务业务

时，取值为 ０；二是，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以制造业企业服务业务收入占主营收入的比重表示。
表 １ 是本文各变量的名称和具体含义。

表 １　 变量名称及其定义

类别 指标名称 含义与测量

被解释变量

工资差距（ｗａｇｅ＿ｇａｐ） 高管平均薪酬 ／普通员工平均薪酬

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ｇｘｈ） 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

员工薪酬（ ｌａｂｏ） 应付职工薪酬的自然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

高学历人员占比（ｃｏｍｐ１） 大学本科及以上人员数量 ／员工总数

技术人员占比（ｃｏｍｐ２） 技术人员数量 ／员工总数

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ｃｏｍｐ３） 生产人员和销售人员数量 ／员工总数

制造业服务化（ ｓｅｒ） 企业有服务业务为 ｓｅｒ ＝ １，企业无服务业务为 ｓｅｒ ＝ ０
制造业服务化程度（ ｓｅｒ＿ｒａｔｉｏ） 服务业务收入 ／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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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表 １（续）

类别 指标名称 含义与测量

高管特征变量
股权结构（ ｓｔｒ） 高级管理层的总体持股数量占企业总股本的比例

董事会治理（ｇｏｖ） 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成员人数）的自然对数

要素结 构 特 征
变量

资本要素规模（ｃａｐ）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自然对数

劳动要素规模（ ｌａｂ） 应付职工薪酬的自然对数

资本密集度（ ｉｎｔ） 固定资产 ／员工总数

人力资 本 特 征
变量

高层次人才比重（ｈｍ） 含义同高学历人员占比（ｃｏｍｐ１）
高技术人才比重（ｈｊ） 含义同技术人员占比（ｃｏｍｐ２）

企业特征变量

企业年龄（ａｇｅ） ２０１８ 减去企业成立年份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利润（ ｒｏａ） 总资产报酬率

企业负债（ｄｅｂｔ） 资产负债率

企业效率（ ｔｆｐ）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行业特征变量

行业垄断程度（ｈｈｉ） 赫芬达尔指数：各行业中企业销售收入占比的平方和

行业资产报酬率（ ｉｒｏａ） 按证监会行业分类分年度、分行业计算的平均资产报酬率

行业财务杠杆（ ｉｄｅｂｔ） 按证监会行业分类分年度、分行业计算的平均资产负债率

（三）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为 Ｗｉｎｄ 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选取的样本是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间沪深两市所

有 Ａ 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 为构造适用于实证研究的面板数据，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和筛选。
（１）剔除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后上市的制造业企业，确保企业至少有两年相对稳定的经营经验。 （２）
由于 ２００６ 年会计准则发生变化，选择 ２００７ 年作为研究的起始年份。 （３）删除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间出现

倒闭或破产的企业。 经过上述筛选，有 ２ ２６８ 家企业满足条件。 本文数据除了高管薪酬和股东特征变

量的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之外，其他数据均来自 Ｗｉｎｄ 数据库。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文的企业人

员构成（包括工种类型和学历）在 ２０１２ 年才开始有数据，因此关于制造业服务化与人员构成关系的研

究以及制造业服务化通过人员构成影响工资差距的机制分析选取的样本是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间的数

据。 关于制造业服务化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的样本选取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间的数据。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制造业服务化与人员构成

作为对照，本文首先采用简单最小二乘法，以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与企业人员

构成的关系进行实证估计。 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企业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以及固定效应后，有制造

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加了高学历人员占比；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和

销售人员占比。 但对于技术人员占比，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显著

提高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在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在 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下提高了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①。
ＯＬＳ 估计无法避免内生性问题，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 为确保实证估计的准确性，本文进一步采

用前文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作为核心估计方法。 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类似于准自然实验方法，可以

较好地解决回归方程的内生性问题。 表 ２ 报告了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

技术人员占比，制造业服务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制造业服务化在 ５％的显著性水

平下提高了企业的高学历人员占比。 这说明我国的制造业服务化会明显增加企业的技术人员和高学历

人才的雇佣，降低生产和销售人员等低端劳动力的雇佣，也体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新增的服务业务整体

水平较高。 王丹和郭美娜［２４］的研究指出，中国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业

—３３—
①由于篇幅限制，实证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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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陈丽娴和沈鸿［２０］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我国制造业服务化与高层次人才的回归系数为正。

表 ２　 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人员构成影响的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结果

变量 技术人员占比 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 高学历人员占比

ｓｅｒ ０． ０２２ ７∗∗∗

（０． ００８ ２）
０． ０１３ ７∗

（０． ００８ ０）
－ ０． ０２３ １∗

（０． ０１２ ３）
－ ０． ０２５ ７∗∗

（０． ０１１ ２）
０． ０１８ ９∗∗

（０． ００８ ９）
０． ０２０ ６∗∗

（０． ００８ ５）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所有制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３１１ ３ ０． ０４３ ２ ０． ２６１ ０ ０． ０２７ ９ ０． ４５９ ５ ０． ０５３ ３

Ｆ 检验
７． ７２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３． ６２

（０． ０００ ０）
６． ０３

（０． ０００ ０）
２４０． 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 ９５

（０． ０００ ０）
４５１． 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观察值 １ ８７８ １ ８７８ １ ８７８ １ ８７８ １ ６５４ １ ６５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 制造业服务化与工资差距

首先同样采用 ＯＬＳ 回归方法，以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程度对

前三名高管薪酬、员工薪酬和工资差距的影响。 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前三名高管

薪酬，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员工薪酬；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提高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缩小了企业内部工资差距。 下文将进一步采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

方法①。
表 ３ 报告了制造业服务化与前三名高管薪酬、员工薪酬和工资差距的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结果。 研究

发现：在控制一系列特征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制造业服务化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低了前三名高管

薪酬；制造业服务化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了员工薪酬；制造业服务化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缩

小了企业内部工资差距。 这说明制造业服务化行为会引起前三名高管薪酬的减少、员工薪酬的增加

和工资差距的缩小。 对此回归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对于员工薪酬，根据前文分析，制造业服务化

会显著引起企业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才占比的提高，这部分员工的薪酬相对较高，不可避免地在整体

上增加了员工薪酬。 对于前三名高管薪酬，制造业企业的业务结构调整，可能是高管为了长远经济利

益的暂时“让利”，也可能是高管薪酬制度改革的影响。 对于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不可否认在考虑到

人力资本价值的差异时，高管和普通员工对企业的贡献是不同的，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内部存在工资差

距是必然的。 陆铭和梁文泉［８］研究认为，企业内部的不同工作岗位意味着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是企业

内部工资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制造业服务化行为会引起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缩小。

表 ３　 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工资差距影响的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结果

变量 前三名高管薪酬 员工薪酬 工资差距

ｓｅｒ － ０． ０４３ １∗

（０． ０２５ ０）
－ ０． ０４０ ２∗

（０． ０２０ ６）
０． １９０ ９∗∗∗

（０． ００４ ９）
０． ０９３ ６∗∗∗

（０． ００３ ０）
－ ０． ８２６ ６∗

（０． ４６１ ６）
－ ０． ８２０ ８∗

（０． ４６６ ５）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所有制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２９９ ７ ０． １５５ ０ ０． ２９５ ６ ０． ２７８ ６ ０． １４５ ０ ０． ０１５ ３

Ｆ 检验
７． １６

（０． ０００ ０）
３４０． ２９

（０． ０００ ０）
３８． 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１９９． ７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２． ４５

（０． ０００ ０）
１６３． ９５

（０． ０００ ０）
观察值 １ ８７２ １ ８７２ １ ６４６ １ ６４６ １ ４７２ １ ４７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４３—
①由于篇幅限制，实证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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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分析

（一） 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工资差距的机制分析

制造业服务化表现为企业业务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促使企业人员构成的变化，那么，企业人员构

成变化又会对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造成怎样的影响？ 本文将构建如下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制

造业服务化如何通过改变企业的人员构成来影响工资差距。 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ｗａｇｅ＿ｇａｐ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ｓｅｒｉ ＋ α２ａｆｔｅｒｔ ＋ α３ ｓｅｒｉ × ａｆｔｅｒｔ ＋ Ｘ′ｉｊｔβ１ ＋ Ｘ′ｊｔβ２ ＋ γｔ ＋ ζ ｊ ＋ εｉｊｔ （４）
Ｎｉｊｔ ＝ ｂ０ ＋ ｂ１ ｓｅｒｉ ＋ ｂ２ａｆｔｅｒｔ ＋ ｂ３ ｓｅｒｉ × ａｆｔｅｒｔ ＋ Ｘ′ｉｊｔβ１ ＋ Ｘ′ｊｔβ２ ＋ γｔ ＋ ζ ｊ ＋ εｉｊｔ （５）
ｗａｇｅ＿ｇａｐｉｊｔ ＝ ｃ０ ＋ ｃ１ ｓｅｒｉ ＋ ｃ２ａｆｔｅｒｔ ＋ ｃ３ ｓｅｒｉ × ａｆｔｅｒｔ ＋ ϕＮｉｊｔ ＋ Ｘ′ｉｊｔβ１ ＋ Ｘ′ｉｊβ２ ＋ γｔ ＋ ζ ｊ ＋ εｉｊｔ （６）
其中，Ｎｉｊｔ 是指企业技术人员占比、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高学历人员占比这三个中介变量。如果

中介变量对企业内部工资差距的影响为正，则有交互项 ｓｅｒｉ × ａｆｔｅｒｔ 的系数 α３ 大于 ｃ３；如果中介变量与

企业内部工资差距负相关，则有交互项 ｓｅｒｉ × ａｆｔｅｒｔ 的系数 α３ 小于 ｃ３。
中介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列（１）报告的是以制造业服务化为核心解释变量和企业内

部工资差距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列（２）、列（４）和列（６）分别报告了以制造业服务化为核心解释

变量及以技术人员占比、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高学历人员占比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列（３）、列
（５）和列（７）分别报告的是在列（１）的基础上加入技术人员占比、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高学历人员占

比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对于技术人员占比，列（３）的制造业服务化系数为 － ０. ８５１ ６，小于列（１）的制造业服务化系数

－ ０. ８２０ ８。 这说明“技术人员占比”效应的存在，技术人员占比的提高会导致制造业服务化缩小企业

内部的工资差距。 对于高学历人员占比，制造业服务化的估计系数在列（７）为 － ０. ８３６ １，小于列（１）
的 － ０. ８２０ ８，说明高学历人员占比的提高会造成制造业服务化缩小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假说 １ 得到

验证。 可能的解释是，因为制造业服务化会促进企业的传统制造业务减少和现代服务业务增加，并且

企业服务业务朝着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方向演进，这将导致企业内部的人员结构发生变动，会显著提升

高学历和技能劳动力在企业总员工的占比，而高学历和技能劳动力的薪酬不可避免相对较高，因此会

以增加员工薪酬总额来缩小与高管薪酬的差距，最终有利于缓和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 同时，这也与

徐欣和唐清泉［３４］的研究结论相类似，其研究认为企业的技术研发和技术引进会导致企业主营业务的

变更，进而缩小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 对于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制造业服务化的估计系数在列（１）
和列（５）均为负，分别为 － ０. ８２０ ８ 与 － ０. ８３４ ４，且 － ０. ８２０ ８ 大于 － ０. ８３４ ４，说明生产和销售人员占

比的提高会引起制造业服务化扩大工资差距，假说 ２ 得到验证。 这是因为生产和销售人员属于低技

能劳动力，对制造业企业创造的经济价值相对较少，所获得薪酬也较低。 Ｆａｒｒｏｋｈｉ ａｎｄ Ｊｉｎｋｉｎｓ［３５］ 的研

究也指出，低技能劳动力只能获取保障基本生活的工资。 因此，当生产和销售人员在企业总员工中的

占比提高时，会进一步扩大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

表 ４　 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工资差距的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工资差距

技术人员
占比

技术人员
工资差距

生产和销售
人员占比

生产和销售人员
工资差距

高学历人员
占比

高学历人员
工资差距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ｓｅｒ － ０． ８２０ ８∗

（０． ４６６ ５）
０． ０１３ ７∗

（０． ００８ ０）
－ ０． ８５１ ６∗

（０． ４６１ ５）
－ ０． ０２５ ７∗∗

（０． ０１１ ２）
－ ０． ８３４ ４∗

（０． ４６１ ３）
０． ０２０ ６∗∗

（０． ００８ ５）
－ ０． ８３６ １∗

（０． ０８６ ８）

ｃｏｍｐ２ － ２． ７１２ ６∗

（１． ４９７ ８）

ｃｏｍｐ３ １． ９０４ ５∗

（１． ０３８ ７）

ｃｏｍｐ１ － ２． ７８２ ２∗∗

（１． ３１３ ６）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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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续）

变量
工资差距

技术人员
占比

技术人员
工资差距

生产和销售
人员占比

生产和销售人员
工资差距

高学历人员
占比

高学历人员
工资差距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所有制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０１５ ３ ０． ０４３ ２ ０． １４６ ５ ０． ０２７ ９ ０． １４６ ７ ０． ０５３ ３ ０． １４５ ０

Ｆ 检验
１６３． ９５

（０． ０００ ０）
２７３． ６２

（０． ０００ ０）
１２． ４８

（０． ０００ ０）
２４０． 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２． ４９

（０． ０００ ０）
４５１． ３３

（０． ０００ ０）
１２． ４５

（０． ０００ ０）
观察值 １ ４７２ １ ８７８ １ ６０６ １ ８７８ １ ６０６ １ ４２２ ６５４ １ ６０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 进一步讨论：企业所有制差异

在中国，所有制差异是影响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行为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所有制属性为划分标

准，将制造业企业划分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重新验证制造业服务化对人员构成和工资

差距的异质性影响。 因此，在式（３）的基础上，以工资差距为例，构建如下三重差分模型，同样可以得

到以人员构成、前三名高管薪酬和员工薪酬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方程。
ｗａｇｅ＿ｇａｐｉｊｔ ＝ α０ ＋ α１ ｓｅｒｉ ＋ α２ａｆｔｅｒｔ ＋ α３ ｓｅｒｉ × ａｆｔｅｒｔ × Ｄｔｙｐｅ＿ｍ ＋ Ｘ′ｉｊｔβ１ ＋ Ｘ′ｊｔβ２ ＋ γｔ ＋ ζ ｊ ＋ εｉｊｔ

（７）
其中，Ｄｔｙｐｅ＿ｍ为不同类型的制造业企业的虚拟变量，Ｄｔｙｐｅ＿ａ１、Ｄｔｙｐｅ＿ａ２ 和 Ｄｔｙｐｅ＿ａ３ 分别为外资

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
表５报告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制造业服务化对人员构成和工资差距的异质性影响。首先是企业的

人员构成，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根据交互项 ｓｅｒ × ａｆｔｅｒ × Ｄｔｙｐｅ＿ａ１ 的估计系数的正负和显著

性，有外资企业服务化在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低了技术人员占比，对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高学历人

员占比的降低作用不显著。根据交互项 ｓｅｒ × ａｆｔｅｒ × Ｄｔｙｐｅ＿ａ２ 估计系数的正负和显著性，发现民营企业

服务化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了技术人员占比，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低了生产和销售人员

占比，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了高学历人员占比。同样根据交互项 ｓｅｒ × ａｆｔｅｒ × Ｄｔｙｐｅ＿ａ３ 估计系数

的正负和显著性，发现国有企业服务化并没有显著提高技术人员占比、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以及显著

降低高学历人员占比。其次对于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同样在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根据交互

项 ｓｅｒ × ａｆｔｅｒ × Ｄｔｙｐｅ＿ａ１ 的估计系数的正负和显著性判断，外资企业服务化没有显著提高前三名高管

薪酬、员工薪酬和工资差距。根据交互项 ｓｅｒ × ａｆｔｅｒ × Ｄｔｙｐｅ＿ａ２ 的估计系数的正负和显著性，发现民营

企业在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降低了前三名高管薪酬，在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了员工薪酬，在５％ 的

显著性水平下降低了工资差距。根据交互项 ｓｅｒ × ａｆｔｅｒ × Ｄｔｙｐｅ＿ａ３ 估计系数的正负和显著性，发现国有

企业没有显著降低前三名高管薪酬和员工薪酬，但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降低了工资差距。
对于上述实证结果的可能解释是，外资企业由于直接受命于母国总部企业的战略布局和发展安

排，更多的是在中国从事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和组装等业务，将企业核心技术环节留在母国［３６］。 因此

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才在企业员工中的占比没有显著提高，员工薪酬也没有得到上升。 同时企业高

管都是职业经理人，更为关心薪酬。 因此外资企业服务化没有缩小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 民营企业

迫于生存压力和长远发展计划，通过积极开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务，努力提高整体发展水

平，直接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技术人员和高层次人才的占比，减少了生产和销售等低技能劳动力的雇

佣。 且技术人员和高层次人才的薪酬相对较高，该占比的提高表现为整体员工薪酬的增加。 同时，企
业高管通常由民营股东或其家属担任，会为长远利益作出暂时的“让利”，所以表现出前三名高管薪酬

的减少，最终得到民营企业服务化缩小了企业内部工资差距。 国有企业由于资金实力雄厚、享有政府

政策和各项资源的优惠，内部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不完善。 周铭山和张倩倩［３７］ 研究指出，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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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Ｏ 具有“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双重身份。 制造业服务化发挥作用不明显，人员构成没有发生明显

变化。 前三名高管薪酬的下降可能更多是由于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影响，员工薪酬下降也可能是因

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但国有企业服务化显著缩小了工资差距，这可能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步

成果。

表 ５　 制造业服务化与人员构成和工资差距的所有制分组检验结果

变量
人员构成 工资差距

技术占比
生产和销售

占比
高学历占比

前三名高管
薪酬

员工薪酬 工资差距

ｓｅｒ × ａｆｔｅｒ × Ｄｔｙｐｅ＿ａ１ － ０． ０９１ ９∗∗

（０． ０４１ ３）
－ ０． ０１７ ５
（０． ０５８ １）

－ ０． ０５５ ６
（０． ０４５ １）

０． ０２１ ４
（０． １６９ ２）

０． ７１６ ８
（３． ３９１ ３）

０． ４３１ ０
（２． １６１ ７）

ｓｅｒ × ａｆｔｅｒ × Ｄｔｙｐｅ＿ａ２ ０． ０１７ ７∗∗

（０． ００８ ８）
－ ０． ０１８ ２∗

（０． ０１０ １）
０． ０３１ ８∗∗∗

（０． ０１０ １）
－ ０． ０７６ ６∗∗∗

（０． ０２４ ３）
０． ０８８ ９∗∗

（０． ０３８ ７）
－ ０． ９４３ ４∗∗

（０． ４４０ ５）

ｓｅｒ × ａｆｔｅｒ × Ｄｔｙｐｅ＿ａ３ ０． ０１０ １
（０． ０１６ ８）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２３ ６）

－ ０． ００６ ６
（０． ０１７ ８）

－ ０． ０９０ ９
（０． ０６９ ８）

－ ０． ４９８ ３
（１． ３７３ １）

－ １． ９４６ ０∗

（１． １３８ 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３１５ ２ ０． ２６１ ３ ０． ３６５ ６ ０． ３００ １ ０． ２８７ ０ ０． ２４６ １

Ｆ 检验
７． ６４

（０． ０００ ０）
５． ８７

（０． ０００ ０）
１５． ８３

（０． ０００ ０）
６． ９７

（０． ０００ ０）
６． ７４

（０． ０００ ０）
２． ４０

（０． ０００ ０）
观察值 １ ７７４ １ ７７４ １ ６５４ １ ８８２ １ ８８２ １ ６７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六、 结论与启示

制造业服务化行为会引起企业内部的人员构成发生变动，那么，人员构成如何变动？ 以及其对高管

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影响如何？ 如何进一步通过人员构成变动影响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 为了回答这些

问题，本文使用 Ｗｉｎｄ 和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采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 ＰＳＭ⁃ＤＩＤ 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了制造

业服务化对人员构成（技术人员占比、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高学历人员占比）和工资差距（前三名高管

薪酬、员工薪酬和工资差距）的影响，以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制造业服务化如何通过调整人员构

成来影响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 通过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一系列特征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制造业服务

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员占比，显著降低了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制造业服务化

也显著提高了员工薪酬，显著降低了前三名高管薪酬并缩小了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 通过机制分析发

现，随着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员占比的提高，制造业服务化会促进工资差距的缩小，但高学历人员占

比的这一促进作用不明显。 相反，企业生产和销售人员占比越高，制造业服务化越能进一步扩大企业内

部的工资差距。 进一步从企业所有制的角度讨论发现：只有民营企业服务化显著提高了技术人员和高层

次人员占比，减少了前三名高管薪酬并增加了员工薪酬，以及缩小了工资差距；外资企业服务化在 ５％的

显著性水平下降低了技术人员占比，对其他变量的作用不明显；国有企业服务化对人员构成、前三名高管

薪酬和员工薪酬的作用都不显著，但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缩小了工资差距。
本文的研究为深入认识制造业服务化行为、人员构成和工资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 具有如下的

启示：制造业服务化有利于缩小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缓解企业内部矛盾，尤其是民营制造业企业。
政府等相关部门应积极在资金和政策上，扶持和鼓励民营企业服务化，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对于

外资企业，应有辨别地引入能增加我国就业员工薪酬的企业。 但本文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也将

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延伸：（１）制造业服务化会降低前三名高管薪酬，这是否会阻碍制造业企业进一

步服务化呢？ 如果这只是企业高管的暂时“让利”，长远来看这一效果又如何？ （２）制造业服务化增

加了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员的占比，缩小了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这可能是因为技术人员和高学历人

员的薪酬本身就较高，同时制造业服务化行为减少了生产和销售人员的占比，这是否会造成大量低技

能劳动力的失业？ 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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